蕅益佛学思想及其启示

苏州大学     俞朝卿
蕅益是明代佛教史上“四大高僧”之一，一生著作四十多种；是一位承前启后，里程碑式的大德；是融合百家，勇于创新的佛学思想家。他的影响及于整个清代佛教，以至近现代。
蕅益 (1599一l655)明末清初高僧。俗姓钟，名智旭，字振之，别号“八不道人”。原籍江苏苏州吴县木渎镇，晚年居浙江灵峰寺，故又称灵峰藕益大师。他是近代净土十三祖印光大师的一个主要师承者和弘法修持之范则榜样。为此，印光大师于上世纪30年代初，特主持重刊当年蕅益大师选定之《净土十要》，并为之作序。由此可见，印光大师对其人其事之景仰和看重。1999年，是蕅益大师诞辰400周年纪念期。今年又恰逢大师诞辰410周年纪念时。抚今思昔，缅怀先贤，了解和参学大师诸多论著，感到有如下三点，于吾今人似有莫大启迪。
其一，展示“亲见庐山”，自信而不迷信。

这是从对己、对人两个层面说的。
古人云，人无信不立。孔子也说过，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处于当今商业社会，信念、信用，对于每个人的立身处世，事业成败，关系至为重大。这自是不待细言的。即如处于中国晚明封建社会曲折下降期之蕅益大师，尽管身居佛门，专事研习佛典经籍；遍阅律藏，深知大德高贤数以百计。惟其并不气馁，仍笃有自信。对于基本经典，如《阿弥陀经》，古往今来，为此疏解者，代不乏人；作注论著，更可谓汗牛充栋。而蕅益大师，则不以此为止，更不以此为足。他别具慧见，敢陈新说。径以佛法宏深，比作“庐山真境”。特自信而作《阿弥陀经要解》决非简单重复前圣先贤所论，而是表明自己“亲见庐山”之得见。他在《阿弥陀经要解》前言述其本旨时说：“比如侧看成峰，横看成岭 (按：指对《阿弥陀经》等诸多经典之诸家疏解)，纵皆不尽庐山真境，要不失为各个亲见庐山而已。”（《原本净土十要》第一册苏州灵岩山寺印行本。以下凡引本书只加引号)。这里，他以苏轼的著名诗句，比喻历来各家对佛教、佛法之阐释，是颇为精当确切的，既不妄自尊大，更不妄自菲薄，对前圣先贤、师兄学长，将佛典、佛法“看成峰”、“看成岭”，甚至“广大精微”、“高深洪博”等等，他一一看到。这既是表明别人“各个亲见庐山”之识见，自然应当肯定和尊重。但又必须承认“纵皆不尽庐山真境”。这既是对事实和历史的确认，又是对别人下功夫得到“亲见”之恰当评价。因为任何时代的任何人，对于某一对象的认识和评价，总要受到时代和社会种种制约，而不可能是无限的，不再需要丰富、发展的。何况对于奥妙无穷的佛典、佛法。一方面，肯定“各个亲见庐山”，另一方面又指出“纵皆不尽庐山真境”。这种辩证全面的见解，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佛法及其阐解无止境，科学及其发展更无止境，否则，要我今人、后人何用？谁能说，社会、历史及其认识，从此不再发展前进了呢。事实贵在有“亲见”。这“亲见”，至少是各自研习参悟所得所见，或是学有所得的别见、新见，更或是创见，以至发前人所未发之真知灼见。这自然该由别人、后人来评价，该由社会、历史来论定。肯定别人“对庐山”之“各个亲见”，这是重人，不是妄自尊大，轻率否定别人。敢于亮出自己的识见，在藕益大师却是针对佛界内外的“初机浅识、信愿难阶”者，以《阿弥陀经要解》之“将释经文，五重立义”和盘托出，这表明一种自信，也是一种自重。因为，他看出了“古来注疏，代不乏人。世远就堙，所存无几”，而且有的未免“文富义繁，边涯莫测”，使“初机浅识、信愿难阶”。他审时度势的结果，而“再述要解”，正是为弘法之特定需要而为之。
人，如果因为过分自信，而全盘否定别人，所渭“老子天下第一”，“看自己一朵花，看别人豆腐渣”。这叫“自执”，固执己见，目空一切。这不叫自信，而是对己的一种迷信。这将给自身带来无穷烦恼和痛苦。对别人，也有一种正信和迷信之分。对凡夫俗子，甚至一阐提，皆能接受佛法，接受教化，以至成佛。至于根机中、高者，以至大圣先贤、高僧大德者，始终并重信、愿、行，自不在话下。这是正信。如若认为，天生慧质，不事学修，自能成才成佛。这是一种迷信。再者，对才智高出一般众人，或竟有诺大成就者，视之为至高无上，尽见“庐山真境”，早握“永恒真理”，不必再行丰富、发展。以至诚惶诚恐，盲目拜倒，自己不敢有所思、有所见等等。这是至今还常见、多见之一种心态、迷信。总之，自信信人，自信而不迷信是必要的。蕅益大师有意作《阿弥陀经要解》为“各个亲见庐山”之一，为我们树立了对己、对人自信而不迷信之典范。
其二，继往为开来，重古而不泥古。

蕅益大师是颇具历史眼光的。在他认定“至直捷、至圆顿者，则莫若念佛、求生净土”后，即行编撰《净土十要》，人们从《总目》即知，内收有经解、僧传、论著、语录、开示、行愿仪、诗作等等，多种类别，虽说选“要”。 实乃应有尽有。这表明蕅益大师是尊重前人和历史的。比如，对其同列明代高僧的莲池、德清等的著疏，他分别评以“广大精微”、“高深洪博”等等，甚至比作“盖如日月中天，有目共睹”云云。选刻《圆观等九人传》与《彻悟语录》等，表明尔等在佛史、净宗史上之特定地位和贡献。此足证大师对古人、前贤之重视，对历史事实的确认。但他之尊重历史，是为了开拓未来，重视古人、前贤，绝非拜倒在古人脚下而止步不前，实为吸收前人有用之物，更好地发展前人、超越前人。所谓“青出于蓝胜于蓝”是也。这不仅是每个人为人处世应有之志趣，实乃历史发展之总趋势。如果说《净土十要》中大多为前人、他人之著、疏、谕、示等，表明对历史和古人的尊重，示意继承既往之志。那么，蕅益大师自己的《阿弥陀经要解》列《十要》之首，则更显示其开拓未来，展示以净宗为济世之弘法大愿和勇气！故《要解》之作，不仅提供自己“亲见庐山”之图景，亦为“不必与二翁 (按:指云栖和尚、幽溪师伯)强同”之例证。进一步，他把持名念佛分为“事持”和“理持”两种:“事持者，信有西方阿弥陀佛，而未达事心作佛，是心是佛，但以决志愿求生故，如子忆母，无时暂忘；理持者，信西方阿弥陀佛，是我心具，是我心造，即以自心所具所造洪名，为系心之境，令不暂忘。”。这就把经他提升的六字持名念佛为“圆顿心宗”具体化了，而且大大便于信众修持，由“事持”之第一种境界，而逐步进人“理持”之第二种境界。    

蕅益大师之上述精神，于当今开放时代是尤为必须的。中华五千年文明史，是值得每个炎黄子孙自豪的，但我们今人对此，只应和只能汲取历史和古人之于今日有用的优秀东西，作为今日创造新事物之启示、要素、营养等等，而决不能泥古、迷古。总之，决不能精华和糟粕莫辨，优秀与腐朽不分，来个照单全收。这将误己误人，而成不契时机者。

其三，面向未来，融通犹有创新。

蕅益大师的总体思想体系，是“佛儒统一论”，或“佛儒融合(通)论”。这自然是中国佛教史上多数高僧大德之共有特征。但在蕅益大师本身，则是经历了辩证发展的特定思想历程的。据史籍记载，他早年习儒，颇有所得。曾作《辟佛论》多篇以示誓灭释者。后读莲池《自知录序》及《竹窗随笔》等书后，遂决意信佛，全焚其原作反佛论文，24岁依憨山弟子雪岭剃度出家后，遍学法相、禅、律、台、净、华严诸宗，尤重天台。在此基础上，以其所学，曾著《周易禅解》、《四书蕅益解》等。由此，昭示了他思想成熟时期之“佛儒统一论”或“融合论”之基本见解。可见，这里经历了:以儒反佛——信佛弃儒——佛儒统一之辩证发展三阶段。这是作为明代最后一个佛学大师的特殊闪光处，更是予今世今人多方启示之点。
就佛学思想本身而言，则更显示其博学多能，创见迭出之特色。其主要表现，似可集中概括为“融合统一”或简称“融通”诸说。
第一，为“性相融合”说。直说为佛性、法性与其显现之相状乃是统一相容的。这是由于一方面智旭儒学造诣甚深，中土传统文化历来主张体用一致、本质与现象统一。此处可见蕅益大师佛儒融合统一论重要表现之一。另一方面，这是在申述天台宗“性具”论之基本观点，而有别于其他宗门者，如华严宗等即是。
第二，为禅、教、律统一说。蕅益认为，“禅是佛心，教是佛语，律是佛行。”因而三者是统一而不可分割的，其实，这也正是“性相统一论”在实践中的贯彻和具体化。而佛性，则是贯穿始终，三者只是佛性之不同相状或表现而已。对于虔诚的入佛者，自应将坐禅、释教、行持，加以统一看待。
第三，为以信、愿、行统一收摄《阿弥陀经》宗旨。蕅益大师认为，净土宗是一切方便法门中“至直捷、至圆顿者”；而“一切念佛法门中求其至简易、至稳当者，则莫若信愿专持名号”，而且, “持名一法，普被三根，摄事理以无遗，统宗教而无外”，故而成为“不可思议”之妙道，一切法门中之“总持法门”。他在《要解》中还持别强调:“信愿持名，一经 (按指《阿弥陀经》)要旨”。他还进一步解释信、愿、行三者关系是“信愿为慧行。持名(念佛)为行行，得(往)生与否，全由信愿有无；品位高下，全由持名之深浅，故慧行为前导，行行为正修，如目足并运也。”这是说，启信、发愿为人的意念之行；而持名念佛，乃声闻正修之行。信、愿、行三者是互相依赖、互相促进的。信、愿，为持名念佛的思想前导，持名念佛才是信、愿的落实、体现；有无信、愿，是能否往生净土的前提，而道行和觉悟程度之高低深浅，则完全取决于正修、念佛功夫如何而定！于此可见，蕅益大师以信、愿、行为收摄《阿弥陀经》宗旨，是与其将此经总摄佛教的根本思想内联着的。
如上所述，蕅益大师佛教思想体系中的“性相统一论”、“禅教律统一论”、“信愿行统一论”，似可视作他自成一家之说的佛性论、实践论、修持论。而这些正是他融合百家之说的集中表现。
融通为了创造。如果说磨合融通本身就是思想文化史上的一种创造性行为，则其以天台宗解释《阿弥陀经》体现净土思想体系之精心之作——《阿弥陀经要解》，更是在融合百家之学基础上的历史性创造。他以台宗“一念三千”、“一心三观”的基本思想，系统地精解《阿弥陀经》，合教、观、律纳入净土。这在俗界看来，也是大大深化了净土宗和《阿弥陀经》的思想理论基础，提高了持名念佛的地位。这对当时和后世弘传佛教，以及后人之倡建人间佛教等，均有莫大启示和推动作用。人们熟知明末清初有黄 (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三大思想家，而佛界则有紫柏（真可）、莲池、憨山、蕅益四大高僧，其中蕅益更是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特具独创性的里程碑式佛学思想家。基于此，近代印光法师潜心师承蕅益大师，并于其故里木读灵岩山，创设净土道场，扬一代宗风；弘一法师弥留之际，不忘工楷“老实念佛”之条幅，书示僧俗。他生前曾不止一次赞颂印光法师为“三百年来一人”，即以蕅益大师为范则之由来。这些前人往事，似是偶然，实为必然，或偶然中深藏必然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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